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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利理性人”（self-interested rational man）假设

一般被认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

基石，包括了经济人的自利性假设以及理性选择假设。尽

管该假设并不现实，但它被认为在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制

度范畴中仍然是一种合理的科学抽象，而与之相反的研究

假设就受到了正统范式的排斥。

事实上，从古典经济学创立开始，利他主义经济学思

想就蕴含在诸如斯密、帕累托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中，

但由于他们的理论分析未能数学化，其原本丰富的人性和

社会性思想就逐渐式微了。即便如此，对主流经济学人性

假设的批判从未停止过。赫伯特·西蒙等人的有限理性理

论改写了经济学理性人的内涵，而利他主义和社会偏好正

是具有演化适应性的有限理性之一种。

利他主义及其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

在本文中，利他主义动机指的是经济社会行动者在决

策时不仅考虑自身当前的物质利益，也同时考虑他人、社

会集体或社会价值观的物质或精神利益。利己和利他两种

利益动机会同时进入行动者的效用函数，并具有不同的权

重系数。我们只将自身物质利益界定为利己主义动机，而

产生于他人和社会价值观的自身精神利益（如荣誉感）甚

或具有间接的长远的物质利益（如沽名钓誉）则属于利他

主义动机的范畴。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我们希望研究

各种各样的亲社会行为，而不是将那些“不纯粹”的亲社

会行为（如互利互惠）跟明显与之不同的纯粹自利行为混

为一谈。

尽管利他主义假设长期未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但近年

来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多个方向上的新进展使其重新回到

了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首先，利他主义被认为属于社会、政治或宗教范畴，

不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然而，在20世纪后期，社会

科学中出现了一股将理性选择方法向非市场、非经济研究

领域扩展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浪潮，暴露了经济学基本

假设的局限性。加里·贝克尔因此承认，无论是自利还是

非自利的动机，都只不过是偏好的不同表现形式，都可以

纳入理性选择模型进行分析。

其次，从本体论上来说，利己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特征，符合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事

实。然而，实验经济学的最后通牒博弈、信任博弈、礼物

交换博弈、公共品博弈等实验研究有力地反驳了自利理性

人假设，使得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这些违背传统假

设的公平、信任与合作动机变得重要起来。

再次，从方法论上来说，利己主义假设被认为与个体

主义方法论是完全吻合的，而利他主义假设则并没有切断

个体与群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带上了“整体论”的不

良印记。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进展已经突破了方法论个

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引入了在个体中蕴含整体

的涌现属性、但整体仍然通过个体动力学来解释的系统论

方法。

最后，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利他主义曾认为是

扭曲理性人的最优决策的，因此是不值得提倡的。与新古

典经济学预设的、在完备的产权和法治制度下相互脱嵌的

孤立个体不同，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往往是在一定的社

会关系的辅助下完成的。利己主义假设不仅不符合现实，

而且在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也并不总是最优的，囚徒困

境博弈、关系型合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就很好地说明了

这一点。人性在历史上不断地经受严酷的演化选择至今，

而利他主义没有消亡，反而在多种经济活动中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这也说明了利他主义充分适应了人类的经济社

会环境。

利他主义假设对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拓展是为了增

强经济学理论在运用于社会、政治、宗教等领域时的经验

适当性。为此，既要吸收借鉴前人的思想和成果，也要

努力将之数学化，以构建一个可用的社会经济人决策模

型。下文将借鉴斯密、帕累托的利他主义经济学思想和

科斯的指令经济思想，建立一个包含慈善、互惠、公平、

身份认同、社会规范等社会偏好现象的适应性偏好效用

模型。

利他主义、社会偏好与适应性效用函数

（一）利他主义与公平偏好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利他主义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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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本性之一，提出了同情心理论和“公正的旁观者”

理论。“公正的旁观者”近似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超

我”；利他主义体现了行动者的“自我”，这种“自我”

属性可以是偏向自利的，也可以是偏向利他的，还能以对

亲朋利他、对外人利己的“偏私”的形式将利己和利他这

两种相反的行为倾向集于一身；最后，行动者的原始需求

和欲望则可归于“本我”的范畴。行动者最终的决策将是

利己主义的本我、利他主义的自我和公正旁观的超我的偏

好叠加的结果。

假设当前所考虑的个体行动者i对另一个行动者j具有

fij的“同情度”或“友好度”（-1≤fij≤1），该系数表

示j相对于i自身来说所具有的效用权重：例如，fij=1表示

“爱人如己”，fij=0表示“漠不关心”，fij<0则表示“视

同寇仇”。为了让社会系统的网络结构能够演化，我们

考虑的是能够按照互动博弈的结果进行调整的互惠利他主

义（reciprocal altruism）。我们需要一个能满足两个特点

的效用模型：（1）给定各效用项的预期效用，友好度向

量的各分量可以调整，以使行动者的预期效用最大化；

（2）友好度是行动者对其他人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服

从某种不受fij正负号影响的约束条件。以下模型符合这些

条件，其中友好度与相应效用项的预期效用恰成正比（证

明从略）：

                                                                                  
(1)

其中，上式的第一项是行动者自己的自利效用；第

二项是他人自利和利他的总效用；最后一项是社会评价

项，也就是说，以社会的通常眼光来看，一次收益分配结

果（不考虑利他效用）所产生的总效用为fij
s·πj的和。这

一效用的权重系数是ri
s，表示行动者i对社会评价模式s的

认同度（可以有许多社会评价模式共存，上式只列出了一

个）。社会评价模式的偏好系数 fij
s不能按行动者的意愿随

时调节，但行动者对该社会评价模式的认同度ri
s却是行动

者自身可以自由调节的，行动者就像衡量一件商品那样衡

量某种社会价值观的优劣取舍，由此实现个体价值观的更

新和演化。

（二）社会身份认同与内在规则

维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对新古典经济学领

域以外的社会科学的贡献很少为经济学界所知。他从诸种

社会偏好的一团乱麻中辨认出了：（1）身份认同，包括

国家、民族、宗教等对大规模社会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社

会对象；（2）社会规范，即一些康德式的道德律令，往

往依附于某种身份认同。我们在效用函数最后加上一项

“身份认同”项（可以有多项）：

                                                                                  
(2)

其中，ri
t仍然是行动者对社会身份t的认同度，而     

是社会身份t的虚拟“效用”。虽然社会身份并非是一个

可以感知和行动的个体，但我们仍然假想其为一个从支

持者中获得“效用”或社会价值。此外，社会身份还能

产生额外的社会资本，以及依附于身份认同的社会规范体

系，即宗教。对这种社会规范的违背将引起对身份认同的

损害，进而破坏违规者在身份群体内的社会资本，这种巨

大的潜在损失有可能是宗教道德规范约束力强大的原因之

一。社会规范的虚拟效用函数如下：

                                                                                  
(3)

其中，我们假设身份认同群体中的一个人n当期的总

效用Un乘以他对目标对象t的认同度rn
t，就是他对目标对象

t所具有的价值，加总所有的n之后就是目标对象t的社会价

值。rj
tπj是圈内好友j在圈中的价值，因而ri

t·rj
tπj就是j对

i的价值。rm
tr为社会对第m个规则的平均认同度，Xm

tr是一

个布尔数，表示是否遵守了规则m，遵守规则记1，违背

规则记0。在宗教团体内部，社会规范的认同度是变化缓

慢的集体变量而非可调节的个体变量，所以群体压力和约

束力更大，个体的自由选择空间更小。

（三）指令

罗纳德·科斯（1910-2013）主张企业的本质是以中

心化的计划管理指令替代市场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政治

经济组织中的行动指令与上文中的康德式道德律令具有相

似性，因而规则和指令都可以抽象为一种“布尔商品”。

如果这种布尔商品是内在于行动者内心中的，那么它是规

则；如果它是由一个行动者移交给另一个行动者的，那么

它就是指令。事实上，违背这种社会规范导致的亵渎神

圣，就好像拒绝老板的命令使得老板恼怒一样。对于指令

的接受者来说，指令发出者的效用函数和（3）式一样，

只是用指令m对老板的价值vm
b来取代rm

tr。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上文参照前人的思想建立了适应性社会偏好的效用模

型。尽管它比传统的新古典决策模型复杂很多，难以用纯

数学的方法得出具有概括性的定理证明，但演化经济学，

尤其是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发展为复杂决策模型对经济系统

行为影响的研究带来了曙光。构建包含了慈善、公平、互

惠、身份认同、社会规范等社会偏好的利他主义效用模型

还只是拓展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寻求对声誉、信任、欺诈、社会网络、权力关系等更复杂

的社会偏好现象的解释才是更重要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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